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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動者工作的延續力： 
學校改進的啟動與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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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學系 

何碧愉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學校改進工作是一項複雜工程，牽涉多個層面的互動和持續發展，而能動者的 

能動性及其工作的延續力是提升學校整體發展能量的關鍵。本文以「活動理論」中的

「活動三角形式」為基礎，以香港「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為個案，探討與學校改進計

劃工作有關的兩種延續力：計劃自身發展的延續力，以及其支援工作在學校裏所發揮

的延續力。本文探討計劃如何配合教育環境和學校需要的改變而不斷蛻變與更新， 

從其持續發展之中展現延續力，並分析計劃的能動性如何在學校層面發揮作用，並使

學校的改進能量得以延續。本文發現，過去鮮為人探討的一些活動實踐元素，如改進

計劃和學校的價值取向及角色分工，都對其工作發展和更新產生積極作用。 

關鍵詞：學校改進；香港教育；大學與學校協作；延續性 

學校改進的目標，是提高學校整體的發展能量。從學校教育體制的宏觀視野瞰察，

學校改進是一項系統性的改革計劃，試圖將改革理念注入學校的結構和運作當中，藉

此影響學校教學育人的工作，進而有益於學生的學習和成長。從學校組織的微觀視野

檢析，學校改進是在學校日常運作之中注入新元素，試圖改變原有的辦學思想和教學

取向，藉此為教與學提供更多可行途徑，讓學校師生有更加均衡和多元的發展。 

系統性的學校改進發韌於北美，至 20 世紀 90 年代中葉始在華人社會（主要是在

香港）落實和發展。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民間基金和教育團體投放於學校改進工作

的款項數以億元計。教育改革和課程改革的政策要求學校改變習以為常的管理和實踐

方法，亦為高等院校和教育顧問機構創造了參與改革學校教育的機會。學校改進的 

場域曾經熱鬧一時，各類改進計劃紛紛湧現；無論是綜合型或聚焦型的計劃，是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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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或遙距啟迪，還是逐步形成的改革策略或整套出售的改良方案，都可在新興的 

學校改進市場裏購買得到。 

十年過去，現在還在學校改進場域中運作的大型計劃已寥寥可數。大多數改進 

計劃皆曇花一現，在耗盡一兩期政府撥款後便告結束；有些則靠較熱門的改革課題向

大型基金申請撥款而得以短暫維持。學校改進事業不再興旺，因為教育和課程改革 

已趨深化，學校的支援需要更反映教與學的分殊性和多元性，如學習動機、學習需要

多樣化、教學情境變化和範式更新等。面對這種情境，改進計劃的延續是一種考驗，

因為就算政府願意繼續資助，甚至參與學校改進工作（盧乃桂，2007），個別改進 

計劃仍需要有足夠的識見、信譽和能量才可以延續其工作。 

本文的目的，是探討學校改進工作的延續現象，並嘗試回答這個問題：學校改進

工作依靠甚麼來延續？文章以香港一項大學與學校協作的大型校本改進計劃─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下稱「計劃」）─為探討對象，試圖從它的發展歷程辨認

出影響其發展延續力的主要因素，並從其成員的實踐經驗中找出有助「計劃」延續和

更新的實際行動。本文採用「文化－歷史活動理論」（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

下稱「活動理論」）的分析框架，以「活動三角形式」為綱，通過闡釋當中部分元素

和實踐環節之間的互動關係，來呈現「計劃」能動力的生成、延展和累積。協作式的

校本改進工作，是大學派出的工作人員和學校成員互相學習並共同解決問題的活動。

由於「計劃」成員和協作教師的背景、經驗和工作立場都是獨特的，他們在工作動機、

考慮和取向上的差異常會考驗協作雙方的識見、能力和耐性。在他們共同建構「變革

能動者」（change agent）的身分時，學校改進便成為一種探索性的實驗：工作目標 

雖然明確，但改進工作應採用的理念和方法卻需要雙方在實踐過程中不斷探索才能有

合意的結果。為了清楚交代這個改進實驗對「計劃」和協作學校成員的意義及對實驗

延續性的作用，文中的分析將分為兩個主要部分：（1）「計劃」如何試圖保證它的改

進工作質素和延續性；（2）個別協作學校如何看待「計劃」及其改進工作的延續情況。

在這兩部分中，前者將貼近「活動三角形式」的視域進行討論，而後者（因個別學校

的干預變數太多）將會在討論的適當位置引用「活動理論」的要旨以助解說。 

本文的論點無疑受益於「活動理論」的啟迪，但亦建基於有關的中外文獻和「計

劃」成員通過香港教育研究所出版的「學校教育改革系列」叢書。「計劃」成員的 

部分著作亦在互聯網上流通。文章的實證分析資料，是按實地觀察及在不同時間對 

學校發展主任（2010 年共 5 人）及協作學校成員（2010 年，7 所學校共 11 人）所作

的訪談紀錄（有謄本）而得出。 

本文除本導言外，還包括六個部分：（1）回顧有關學校改進及其延續性的文獻，

並嘗試透過文獻回顧呈現學校改進的特徵及影響延續性的因素；（2）介紹「活動三角

形式」中的六個活動實踐元素及四個實踐環節之間的互動關係，尤其關注其中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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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社群」、「分工」和「規則」）在活動實踐過程中的作用；（3）探討學校 

改進計劃的延續力，透過檢視學校發展計劃內部的各種活動，指出推動計劃持續投入

「生產」活動和加強自身延續力的因素；（4）以一些學校與支援機構進行協作的真實

情境，介紹學校發展計劃的實踐工作如何實際影響學校的持續發展，以及支援人員如

何協助學校建立有利學校改進的條件；（5）闡述學校與學校之間如何透過組成廣大和

多元的「實踐共同體」，互相推動和提升，產生鼓勵持續「生產」的動力；（6）總結

文中所陳述的分析，並強調「活動三角形式」的「社群－分工－規則」脈絡及各實踐

環節的運行將影響能動者的「再生產」活動。 

學校改進及其延續性 

在有關文獻中，學校改進常給視作教育改革的一種手段。因此，學校改進這研究

領域的實踐性取向是明顯的。無論是「學校改進」應採用的研究視域，或是從「學校

改進」所衍生的研究問題，都沾有濃厚的應用性色彩。有關學校改進的研究視域多在

探討改進過程和評核改進結果之間作選擇，有強調學校的組織如何為優化學生的學習

而改變，亦有檢視學校的改進策略如何能提高學生的學業成就（Hopkins, Ainscow, & 

West, 1994; Hopkins & Reynolds, 2001）。至於研究問題，有關學校改進的課題繁多，

例如有專注找尋改進動力的來源（Calhoun & Joyce, 1998），有探討學校的權力分布和

教師領導力如何影響改進（張佳偉、盧乃桂，2010；Harris, 2003; Muijs & Harris, 2007），

亦有檢討學校變革策略的運用和作用（Elmore, 2005; Fullan, 1991; Mulford, 1998）。 

綜觀文獻，學校改進的目的，是提升學校這變革中心的發展能量，借此強化學生

的學習動機和能力。這種看法反映了西方學者經歷三十多年的研究和實踐，為學校 

改進所作的又一修訂詮釋。在這個探索期間，學校改進研究的趨勢由強調學校組織 

變革及學校成員對教育改革的支持，逐漸演化為關注學校文化、教師能力及學生的 

學業成就。隨着英國、美國、澳洲等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資源調撥及社群壓力的 

元素注入教育改革的行動中，學校改進的研究和實踐工作更增添了國家和市場主導的

重要變數。例如，在美國的校區所推行的一些早期改革措施─課程標準、學生結業

標準、課程的核心要求─都在「問責」（accountability）的大前提下左右學校的 

運作和決策（Desimone, 2002）。國家的介入，同時意味着政府在學校改進事業上的 

投資會增多。為了協助學校改進，美國在 20 世紀 90 年代便有 300 項學校改革計劃 

獲得撥款。至 2002 年，該國至少有 6,000 所學校接受了這類全校性的改進資助

（Evans-Andris, 2010, pp. 12, 14）。在「問責」蔓延的氛圍中，學校改進的關注點漸轉

至改進的「產出」問題上，即以學生在公開考試所獲取的成績來代表他們的學業成就

（如 Borman & Hewes, 2002; Fuller, Wright, Gesicki, & Kang, 2007; May & Supov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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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Slavin, 2002）。大家所關心的，已偏離了教育的教學育人作用，而只聚焦於它 

提高學生考試成績的功能。 

有關學校改進的研究結果，暫未能對這項宏大教育工程的成效作出明確的評價和

定論。研究者就不同變項的控制─如實踐時間的長度，課程裏不同學科、變革模式

影響校內運作的強度，改進策略應用的準確性─往往得出不同的評價結果和結論

（Evans-Andris, 2010, p. 15）。不過，隨着專門資助學校改進工程的撥款逐漸減少， 

以及一些改進模式無力彰顯其效能，學校與外界的改進服務機構的協作關係亦開始 

倒退。學校改進「市場」的繁華不再，無論是服務機構還是在學校裏負責改革的 

成員，都認真考慮延續性的問題。學校改進何去何從，亦很快成為研究者探討的興趣

（Datnow, 2005; Fullan, 2005; Giles & Hargreaves, 2006）。 

若宏觀地了解學校改進，它是一種系統性的實踐，其工作範圍涉及教育體制內的

各類型學校，而工作是需要持續努力才能奏效的。至於學校改進的微觀視角，則關注

校內各種結構和行動因素如何通過變革而有效和持續地達成教育目標。在此，學生的

學業成就始終是評鑑改進工作最重要的指標。總之，不論視角和觀點的寬廣旨趣， 

學校改進的延續性在新的發展情勢中已漸漸成為大家關注的課題。 

本文討論的學校改進工作，是在大學和學校協作的情況下進行的。通過外力引進

的改進工作，比學校自行設計和執行的改進計劃更為複雜，因為負責有關工作的人 

不只校內成員，還涉及外來的專業人士。協作雙方在改進理念、期望、策略和行動取

向上都會有差異。如果未能及早處理這些差異，改進工作將舉步為艱，更遑論成效了。

其實，有關協作問題的討論隨着學校改進事業的興旺而生，所包括的課題由協作計劃

的發展歷程（McDonald et al., 1999）到學校與大學協作的共同目標（Castle, 1997），

由內外協作的意義（Fullan, 1999）到協作的具體策略（Osguthorpe & Patterson, 1998），

皆從多維視角為協作雙方提供思考的途徑。 

在眾多闡釋和建議中，Goodlad（1988）所提出的「共生關係」（symbiotic relations）

概念或許最能為學校和大學的協作提供思考的基礎。Goodlad 認為，學校和大學的協作

是一種「共生」的夥伴關係，是以雙方的共同興趣來連接其私利而生成的。在協作中，

雙方同時是自私的和無私的，因為他們要設法達成共同的目標（pp. 23–24）。Goodlad

「共生關係」所給我們的啟示，是「共生關係」的基礎不單靠崇高的教育價值和理念

凝聚，還要依賴協作雙方洞悉對方的期望和需要，從而辨清重疊的私利，並將其轉化

為共同的改進興趣，讓改進工作能順利展開，甚至長期延續。 

學校與大學的協作關係一般不能持久。美國一項研究結果（校數 = 400）顯示，

有三分之一的學校會在三年內和改進工作機構終止協作關係，而只有 35% 的學校能 

將改進工作帶來的改變制度化（Taylor, 2005，轉引自 Evans-Andris, 2010, p. 16）。在

香港，因為政府的學校改進資助政策只容許支援工作在極短的期限內完成，學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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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協作關係亦很快便要終結。難怪在有關延續性的文獻中，政府的資助意向肯定

是持續改進工作的其中一個決定性因素。 

最近，有關學校改進工作延續性的有利因素清單陸續出現。Evans-Andris（2010）

經過實證研究，提出一個探討延續性的模式，內含五個主要元素：（1）國家的基本 

建設條件；（2）校區的支援；（3）學校領導；（4）教師的投入；及（5）意識到的

和真實的益處（pp. 19–21）。1 經研究者解釋，國家的基本建設條件包括政府對變革

的憧憬，以及它如何能利用政策、資源及宏觀策略來促進學校改進的發展。校區的 

支援是指地方教育部門行使其領導力和組織能力，協助學校設立有效的預算、人事和

教學機制和程序，並建構跨校的互動和資訊共用網絡。學校領導不單指校長和主要 

成員能否帶領學校持續變革，還反映在校內的領導權責是集中於少數人手裏還是遍布

各階層和崗位。教師投入一方面顯示他們參與改進工作的意欲，另一方面還反映有關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功效，即活動能否讓教師在教與學的思考和行動方面有所改進。

改進的益處不僅是指學生學業成就上的進步（如考試成績的提升），還包括學校成員

能採用創新的思維和方法，讓教學氛圍、教與學、師生關係等方面有所改進。 

影響學校改進工作延續性的因素實在很多。綜合上述，這些因素都和政府的支援、

學校領導的能力和策略、學校成員的投入程度和協作雙方的質素有密切關係。延續性

假定學校改進工作所採用的改革方案和方法能植根於學校環境中，尤其是能長期影響

教與學的運作（Desimone, 2002; Giles & Hargreaves, 2006）。其實，協作情境中的變數

多不勝數，確非一般的因素和條件清單所能涵蓋。每所學校都有其獨特的歷史背景、

生源的現實情況和發展能量的制約，所以學校在協作改進中的準備和投入程度亦受不

少情境因素影響。改進工作的現實更進一步說明了探討延續學校改進工作的複雜性，

以及研究工作情境和過程的必要性。 

誠然，有關學校改進延續性的探討可採用全盤思考的模式，但難以獲得具體的洞

悉；因素和條件清單有助於規劃和操作上的考量，但難以帶動整體的反思；過程研究

可增強情境的闡釋力，但對學校改進難有概括的說明。學校改進是實際的工作，故 

有關其延續性的探討亦應認真考慮變革能動者從實踐現場所分享的心得。經過多年的

經驗累積（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改進服務），Adelman & Taylor（2003）提出

一系列有關延續性的建議，認為個別改進計劃應考慮它在改革大環境中的位置，當它

的工作能帶來系統的改革時，它的延續力便會相繼增強（pp. 9–10）；為建構共同願景

和爭取政府教育部門的支持，應盡早闡明改進計劃的宗旨和重要工作取向；及早建立

管治、操作、資源分配和協調機制，並訂定有關工作標準、評估和問責的程序；關注

變革過程中不同階段的特性，由計劃的啟動、初步實踐、制度化至演化更新都要在工

作上有因時制宜的配合。在 Adelman & Taylor 的建議中，有兩項忠告或許對關心具體

計劃的延續性的人有特別啟示：（1）避免把改進計劃看成一次性的工作，因為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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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隘的視角只會壓抑才智的發揮而導致短視的工作策略（pp. 10–11）；（2）維持計劃

成員的工作和生計是延續改進計劃最難令人信服的理由，故應考慮計劃究竟能為學校

和社群的持分者帶來甚麼長遠益處（pp. 2–3）。 

學校與大學協作的改進工作已成為一個學術探討範疇，愈來愈多學者感到興趣，

以它為博士論文研究課題者亦不乏人（例如，張佳偉，2009；操太聖，2003；鍾亞妮，

2007）。最近，學者除了關注學校改進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外，還將學生的學習動

機納入學校改進的研究領域中（McCaslin, 2008; McCaslin & Burross, 2008）。隨着學校

教育改革重點的轉移─由體制、組織、教與學而至學生的學習需要（Dalin, 2004），

學校改進的工作和研究路向亦會更貼近學生的學習和發展。 

「活動理論」及學校改進的延續性 

綜觀以上有關學校改進計劃的延續性的文獻，我們可以識別出一系列影響改進計

劃延續力的因素、發展構思和策略，但卻未能有效解釋改進計劃為何會不斷延續。本

文嘗試借助「活動理論」的分析框架，摘取其中要義，以描述和解釋香港「優質學校

改進計劃」的延續歷程。討論將圍繞能動者在學校改進過程中與參與「計劃」的學校

成員的互動情境。「活動理論」演變至今，通常以「活動三角形式」（activity triangle）

說明。2 

「活動三角形式」由 Engeström（1987）提出，其中包含了六個元素：主體、目標、

工具、社群、分工、規則。各元素所代表的人、物、群體，以及他們在活動中所扮演

的角色及制約行動的規則，都在圖一中列出。例如圖一中的「主體」可以是「計劃」 

 

 文化工具 
語言、符號、資訊、理論 

 

目標 
提升教師及 

學校的能動性 

分配 交換 

實踐 
主體 

學校發展主任、 
借調教師、 
學校成員 

 
 
 
 
 
 
 規則 

價值、習俗 
社群（共同體） 
「計劃」團隊、 

學校、社區 

角色與分工 
指導者與學習者、 

諍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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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員，亦可以是參與「計劃」的學校師生。他們都是改進活動的能動者。有關這些

元素之間的關係，作者在另文有較詳細的交代（盧乃桂、何碧愉，2010）。簡略地說，

學校改進的運作可以作下述的理解。 
能動者（主體）運用各種方法和工具（如人、理念、設計、語言和符號），試圖

改變學校某些現狀以達成改進工作的目標（提升學校發展能量）。學校改進工作是個

實踐的過程；在這過程中，能動者的質素和他們之間的互動至關重要。能動者的質素

是指他們的基本認知能力、解決問題能力、應變能力和參與改進工作的意願。能動者

之間的互動不單指互動的頻率和協作的密度，還包括他們在工作過程中能否互相學

習、取長補短，不斷伸展其認知和思維能力（盧乃桂、何碧愉，2010，頁 4）。改進

工作的成果可循「活動三角形式」的數個途徑來分配、交換和消耗（Roth & Lee, 2007, 

pp. 199–200）。改進工作的成果可以在「社群」（即「計劃」團隊、協作學校的群體，

乃至校外社區）中分配。它亦可以如產品般被參與實踐的能動者和受眾吸納和消耗，

更可以在能動者和社群之間產生一種交換關係。就有關的社群而言，能動者的工作 

成果是一種新的資源，讓隨之而來的工作能把它納用；在通過社群中的工作成果分配

和資源分享，能動者亦能獲取他人所開創的資源（盧乃桂、何碧愉，2010，頁 3），

應用於新一輪的改進工作中。若這種運作循環不息，其中的分配、交換和消耗等環節

處理得宜，整個「計劃」的生產能動力便可通過不斷更新，讓其策動的活動系統在更

高的台階上持續運行。 

如前所述，「活動三角形式」包含六個元素（主體、目標、工具、社群、分工和

規則）。前三者在改進工作的位置和功能已有另文討論（盧乃桂、何碧愉，2010），

在此將專注陳述「社群」、「分工」和「規則」（圖一底部的三項）在改進工作中的

作用。另外，「活動三角形式」中的四個有關實踐的概念─「生產」、「消耗」、

「分配」、「交換」─亦需要說明，因為這些概念能同時代表能動力的運作狀態和

運行途徑（詳見下文）。 

「社群」、「分工」、「規則」 

「社群」（community）是校本改進工作之本，亦是它的設計和實踐的依歸。就 

「計劃」的內部運作而言，它的團隊成員（學校發展主任、借調教師、後勤支援人員、

參與工作的大學教職員、管理委員會成員）都屬於「計劃」的內部「社群」。至於 

「計劃」的外在「社群」，可以說是更加複雜和多變，要視乎它與協作學校所訂定的

工作目標和性質，以及雙方成員的工作關係而定。本來，「計劃」的目標既然是提升

學校的發展能量，改進工作所涉及的「社群」應該是協作學校的所有師生和學校所屬

的社區。不過，為了讓「社群」的概念能在以下討論中更有條理地展現，文中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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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在「社群」是指（微觀地說）協作學校中直接參與「計劃」工作的核心成員，和

（宏觀地說）協作學校的師生。 

「社群」所涉及的觀念既廣且繁，必須配合一些指導原則始能闡明它在本文中的

含義。這裏特引用「共同體」（community 的另一種譯法）的特徵和「利益共享」的

原則加以說明。「共同體」所強調的，是由「我」至「我們」的建構。它所關注的是

群體裏的個人如何能透過分享相似的價值和共同的情感經歷而與他人聯繫。這樣的聯

繫可以產生相互依存的關係（interdependence），但聯繫是需要交往和參與來延續的。

「共同體」的成員會對這個群體有歸屬感，關心群體的利益，願意共同創造和共同 

負責；其成員應存慷慨之心而不計算付出努力之後的回報（Block, 2008, pp. 3, 11）。 

「共同體」有別於「組織」。「共同體」是建基於其成員的誠意，由成員的共有

價值、信念和動機來維繫。「組織」則建基於其成員之間的契約，而維繫它的是利害

的計較和方便交換的安排。在「共同體」中，成員的關係靠規範、目的、價值和同儕

感調節。在「組織」裏，成員的關係是在層級和角色分明的系統裏建構的（Sergiovanni, 

1994, p. 4）。 

「共同體」讓成員分享其興趣、追求和利益（Dewey, 1916, Ch. 7），還讓他們 

分擔責任和義務。「利益共享」其實是衡量「共同體」存在價值的一項重要指標。由

「共同體」所衍生的社會關係和交往方式是否真的如上述般合意，其實是取決於它能

否公正和合理地在成員之間分配利益。「活動理論」所提出的兩個元素─「分工」

和「規則」─能幫助闡明群體中的責任和利益分配。 

在「活動三角形式」的分析架構中，維繫能動者和「社群」之間互動的，正是 

這種「分配」關係（見圖一）。「計劃」是一個「共同體」，它的成員需要有一定的

「分工」才能在個別協作學校有效進行校本改進工作。因為每所協作學校有其獨特的

需要，因此「計劃」成員亦要按照其專長和興趣，進入不同的學校教育情境開展工作。

這些「計劃」成員與協作學校參與改進工作的教師會逐漸發展較小的「實踐共同體」

（community of practice），因為在學校改進的大前提下，「計劃」與學校的協作要 

靠雙方成員訂立新的實踐目標和運用適合學校獨特環境的工具及專門知識，才能有效

完成任務。個別「實踐共同體」的更新和回饋亦能讓「計劃」在香港教育界成為一個

獨特的「實踐共同體」。無論其組合的大小，「實踐共同體」是原有「共同體」一個

整合的組成部分，兩者相互依存（Roth, 2008, p. 182）。「實踐共同體」的出現，其實

反映原有「共同體」的活動趨向分殊，故產生了不同形式的「分工」，並發展出更 

多樣的專門知識和技能，但它們工作的取向仍然應該是以大群體（「計劃」）的福利

為依歸的。 

「計劃」這「共同體」的利益「分配」亦可以用「活動理論」中的「分工」和「規

則」概念來理解。在「計劃」的「社群」裏，「分工」包含「角色」和「分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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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不同的「計劃」成員在其整體工作規劃和執行上扮演不同的「角色」，包括：

統籌性的領導者角色；執行性的改進實踐者角色；協調性的後勤支援者角色。「計劃」

成員之間有一定的「分工」，而這些「分工」與他們所扮演的角色有密切關係。例如，

領導者雖然亦會進入學校開展改進工作，但其工作亦會聚焦於開拓資源、學界關係、

發展規劃和行政管理等方面。專門負責實踐改進工作的學校發展主任有時亦會參與 

「計劃」的部分規劃和協調工作。在「計劃」較為扁平的層級結構中，3 上下級的層 

次並不分明，所以其中的「分工」亦是依照個別學校的層次（中、小學）和工作類別

（面向整所學校或個別學科）而釐定。從利益「分配」的角度看，「角色」的考慮包

含「計劃」成員所負責任的輕重，以及所具知識和技能對改進工作的影響。「分工」

則是指成員所分擔任務的類別，以及這些任務與工作核心的距離。換言之，某些成員

在一項工作所分擔的責任愈重，所擁有的知識和技能對該項工作愈適切和重要，而他

們又是工作進行的主要動力，那麼他們獲取的利益便愈多。這裏所指的利益並非物質

的報酬，而是有助他們延續和增強能動力的新觀念、經驗證的知識、新開發的技能、

工作所帶來的滿足感和信心，以及「計劃」和協作學校的其他成員所給予的信任。這

些利益對他們在「實踐共同體」裏的地位和聲望都有正面影響。 

至於「規則」，據「活動理論」的解釋，是代表「社群」的價值、規範和習俗。

「規則」的字面意思是要大家遵守的規章、條例，有明顯的強制性，旨在控制。這對

官僚機構和較大型的工商組織較為適用。在從事學校改進工作的「社群」裏，「規則」

是經過長期運作而產生的。它既承載「社群」的集體價值，亦約束「社群」成員的個

人行為。「規則」為「社群」的行動設下規範，亦為它的決策和行事方式提供理據。

從「計劃」的角度看，「規則」包含「目標一致、賦權承責、發揮所長」的主導原則，

「人皆有學習的能力和躍進的潛能」的信念，以及「增強教師發展能量，建構學校 

團隊文化和學習型組織」的工作取向（趙志成，2003b）。「計劃」着重團隊建設， 

關注學校發展主任和借調教師如何凝聚團隊的能量，因此「共同體」中雖然有閱歷 

豐富的資深學校發展主任，但「計劃」的「習俗」是不刻意突顯個人的成就，反而是

為提升團隊的能動力創造機會。按照這種「習俗」，「計劃」的個別成員欲藉一己的

表現以獲取更多利益的動因似乎不大。「計劃」的另一「習俗」是它的「無責難文化」

（no blame culture），亦即就算工作結果不盡如意，有關成員亦不會遭人責備或非議。

這種處事態度，讓「計劃」成員能有信心檢視情勢而採取應變行動（盧乃桂、何碧愉，

2010，頁 10）。「計劃」的「規則」傾向人本、開放和整合。這些「規則」對延續 

工作取向和更新固有觀念有一定作用。 

大學與學校的協作為「計劃」的「規則」增加了複雜的變數，因為在協作的情境

中，「計劃」的「規則」和學校的「規則」並存，需要適當地調節（Wilson, 2004）。

大學與學校是兩類不同的教育機構。「計劃」是大學裏的發展和研究單位，其「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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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了大學崇尚自主探索、試驗求知的精神。與它協作的學校是層級較為分明、選拔

和教化學生的責任較為繁重的組織，因而其「規則」是基於效率、控制和成績而衍生

的。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學校並非沒有崇高的教學育人價值，亦非只維護工具性的 

規範，而是學校在緩和價值（如學生的全人發展）和效能（如學生的考試成績）之間

的張力的工作遠比大學艱巨。「計劃」和學校成員在「規則」上的協調，需要建立在

互相信任的基礎上，還要有賴雙方互諒互讓。至於協作所獲取「利益的分配」，學校

成員所得的利益將會視乎個別學校的不同組織文化而有別；在協作的「實踐共同體」

（包括協作學校和「計劃」的有關成員）中，所「分配」得的利益應該仍是專業上的

進步和工作所帶來的滿足感及信心。「利益分配」得宜，將能提升各方面的能動力，

從而增強「實踐共同體」的延續性。 

活動實踐中的「生產」、「消耗」、「分配」、「交換」 

在活動實踐中，有四個互相連結的概念，即「生產」、「消耗」、「分配」、「交

換」。這四者都影響着上述六個元素（主體、目標、工具、社群、分工、規則）所能

產生的作用。上文描述「分配」對「社群」運作的影響便是一例。這四個概念其實是

活動實踐的環節；若採用 Marx（1973）的觀點，實踐始於「生產」，終於「消耗」，

其間是「分配」和「交換」（轉引自 Roth, 2004, p. 4）。Marx 相信，「生產」創造 

目標以滿足某些需要；「分配」將達成「目標」之後所得的成果按照社會規律分成 

大小不同的部分，然後分配給個人；「交換」是讓不同的人按個別需要，把所獲得的

一份互相分享；「消耗」是將「生產」的成果抽離於社際活動，使它成為滿足個別 

需要的「產物」（轉引自 Roth, 2004, p. 4）。 

在活動實踐的過程中，「生產」和「消耗」是共存的，但它們是兩個對立的概 

念。例如，能動者投入其精力和時間，通過互動和協作，試圖達至目標。這是進行 

「生產」的活動；與此同時，能動者的能量和時間亦因此而在「生產」活動中被 

「消耗」。「生產」和「消耗」是活動實踐過程中的兩面，其關係是辯證的、互相 

影響的。 

在活動實踐的四個環節中，「生產」是最重要的，它亦是和活動的延續性關係 

最密切的，因為若沒有「生產」，便沒有活動成果，更談不上如何將成果「分配」、

「交換」和「消耗」。「生產」始於能動者改變某些現狀的欲望，經歷活動目標的 

確立、工具的選取和能力的伸展，4 其具體任務將在達成目標時完成。「生產」活動並

不會因為某個具體的「生產」任務完成而中斷。若具體的「生產」成果能按「社群」

的「規則」和「分工」合理地「分配」和「交換」，「生產」活動是可以循着圖二 

箭頭所示的途徑循環再生，創造新的活動目標和行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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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 目標 

實踐 
生產 

消耗 

交換 分配 

 
 
 
 
 
 
 規則 社群（共同體） 角色與分工 

 
「計劃」這「實踐共同體」的主要工作是確立活動目標，設計和統籌在個別學校

的工作任務，以及運用哪些人才和「工具」以達成目標。在這個「生產」過程中，「計

劃」會按照其成員的專長和意向進行分工，既容許成員就學校的發展實況執行任務，

不限制其行動（例如與協作教師的溝通方式、訪校次數、輔助材料的使用方法等），

亦不規定他們所採用的活動形式（例如學校高層參與活動、定期會談、小組討論等）。

「計劃」所關注的，是其成員所執行的「生產」任務能否反映「計劃」的核心價值和

主導原則。當然，「計劃」還關注「生產」的成果和效應。「計劃」成員在「生產」

過程中所獲取的成果和洞悉的新意，以至所遇到的疑難，常會於每星期的例會中分享。 

在「計劃」的活動實踐中，「生產」不單是個行動目標明確（purposive）的過程，

還是一種有意義（purposeful）的工作。「計劃」工作的意義除了是基於較崇高的教育

價值和改進憧憬外，還建構於一種認知之上：學校改進是因良好的集體動機而生，故

亦應以整體的福利為行動意義的基礎。據此，「生產」若有成效，「計劃」在「生產」

的創造過程中亦不斷「再生產」（reproduce）一己的結構、價值和規範。這裏所指的

「再生產」不同於「複製」（duplicate），亦有別於馬克思主義理論的「階級結構和 

支配階級文化的再生產」（Roth, 2004, p. 5）。「計劃」需要再生產的，是那些曾經歷

考驗的核心價值及經過驗證的行事規範。正因為每項改進工作的情境都是獨特和不可

「複製」的，所以「計劃」的「再生產」會因為新的觀念和發現而要求它不斷在認知

和策略上作出調節。「計劃」的延續性，亦有賴能掌握「再生產」所帶來的機遇。 

「計劃」的「生產」和「再生產」機會，在一定程度上取決於「分配」和「交換」

這兩個實踐環節所產生的作用。「分配」在上文已有論及，論點多涉及利益的分配，

例如，工作成果的「分配」會按各成員的「分工」和「社群」的規則釐定，因此這種

「分殊的分配」（differential distribution）是不均等的。這種純從「利益」的角度理解

「分配」的看法，是把「分配」視為「活動三角形式」裏的一個子系統（sub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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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圖一右下方的三角形為其活動範疇（如 Wilson, 2004）。在此，「分配」涉及「目

標」（所得利益）、「分工」（成員工作的輕重）和「社群」（各「共同體」成員 

按「分工」不均等地分配利益）之間的互動。這種把「分配」視作子系統內部的運作

並沒有處理兩個問題：（1）「社群」所獲取的利益對它整體的持續發展有何作用？ 

（2）利益在「分配」之後是否就算被「消耗」了呢？ 

「分配」的功能可以從另一角度理解。若我們不將「分配」視為一子系統，而是

視作如圖二所示的一種聯繫關係（即「分配」是沿着圖二中連接「目標」和「社群」

的軸線運行的），那麼有關利益對「社群」整體的持續發展的作用是必須探討的。不

然的話，「利益分配」就只是為了滿足個別成員的欲望，而不關注活動的延續和更新。

在「利益分配」的事情上，「計劃」一貫關注整體利益多於個人成就。它採用「分配」

視角，是從整體利益出發，將「分配」視為持續提升整體能量的手段。從達成活動目

標開始，「計劃」便將各成員的工作成果和洞悉的內容儲存於其資料庫中備用，開放

予大家，讓新一輪的改進工作能有大量「工具」應用。這些成果有行動方案、優質實

踐描述、評估工具和適用於各類工作情境的輔助材料。為了使成果更能滿足協作學校

的群體的需要，「計劃」更刻意在這個延展的「共同體」中建立學習社群和「示範 

學校」，讓來自不同學校的教師聚首一堂，按照其不同的改進需要而學習。這些由 

「計劃」刻意建構的「分配」活動，既能提升成員（包括協作學校教師）的能動力，

又能增強其自身的延續力。 

至於有關「分配」的問題（利益在分配之後何去何從？），我們仍然可以視「分

配」為一個子系統或一種聯繫關係來考慮。在「分配」的子系統裏，工作成果按「分

工」情況分配，「社群」成員會根據一己需要而取用，有的保存備用，亦有的把它 

消耗。在這種情況下，工作成果就如產品。有些成員獲取成果後認為會對以後的工作

有用，便把它保存起來，留待在適當時機使用；另一些成員（多是距離改進工作核心

較遠的受眾）會在分享成果後獲取了新知，他們與「社群」內的「實踐共同體」再 

沒有延續關係，於是成果便算完全被消耗了。 

不過，我們可以假定，「計劃」的學校發展主任和參與其核心工作的協作學校教

師在獲取成果後，既會消耗部分成果，亦會設法將剩餘部分轉投新的「生產」，或考

慮把成果當作新的「工具」，或循「活動三角形式」的其他途徑（如「交換」）加以

使用。他們的做法，其實是體現了「生產」活動的延續性和循環再生的可能性。人的

「生產」活動成果的作用不止於「分配」。如圖二的雙向箭頭所示，「生產」的成果

可循各種途徑持續影響「計劃」的實踐活動，如「社群」通過成果分享對目標作回饋，

或能動者通過在「社群」的分享和回饋，重新釐定工作目標，開展新的「生產」活動。 

「交換」是「活動理論」的一個主要概念，在活動實踐中地位重要，因為它從實

踐開始便影響「生產」，至事成後亦影響「分配」，通過「社群」更會帶動觀念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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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活動更新。從「社群」整體的利益出發，活動實踐的各種「交換」，無論是個人與

個人或個人與集體之間的「交換」，都應以達成整體目標為依歸，例如 Leont’ev（1978）

所描繪的部落搜獵行動的目標是動物（轉引自 Roth, 2008）；5 商業機構的工作目標是

增加利潤；「計劃」的實踐目標是提升學校的發展能量。部落、商業機構和「計劃」

都是「社群」，其成員會根據不同的原因而進行某些「交換」。 

若我們以「交換」為「活動三角形式」的一個子系統去理解（圖一左下方的三角

形），「社群」成員之間頻密和多樣的「交換」既有個人理由，亦會根據「社群」「規

則」中的邏輯而進行。在 Leont’ev（1978）的部落裏，負責搜獵的成員（男性）會以

從「分配」獲取回來的獵物換取交配機會，以續後嗣（轉引自 Roth, 2008）。在商業機

構中，負責市場推銷的成員會交換客戶資料做宣傳和推廣之用，以增利潤。在「計劃」

裏，負責校本工作的學校發展主任會交換有關學校的見聞，以圖改進。這些「交換」，

都應按他們所屬「社群」的價值、行為規範和習俗而進行。若各守「規則」，「社群」

裏的交換便能合理地增強各人的生產力。 

若換另一角度，把「交換」視作「活動三角形式」的聯繫途徑來考察其作用 

（圖二左下方的雙向箭頭），則不難發現能動者和「社群」之間的「交換」關係。這

種「交換」關係，不再關注「社群」裏的成員是否及如何按「規則」交換一己的實踐

所得，而是關注成員的工作成果及「社群」整體利益之間的互動關係。在這互動關係

中，「社群」的整體目標便成為關係的仲介元素（Roth, 2008, p. 181）。部落需要食物

才能生存；商業機構需要利潤才能維持運作；「計劃」需要成功的改進工作才能延續。

能動者和「社群」之間的「交換」關係，是靠兩者為對方提供有利條件：「社群」為

能動者提供合適的「生產」機會和「工具」，能動者為「社群」提供工作成果。兩者

之間的「交換」應該以互惠為指導原則，並以達成整體目標為己任。「計劃」是個 

「實踐共同體」，它和它的成員之間的「交換」亦會大致循上述互動邏輯進行。至於

「計劃」在「交換」後如何啟動新的實踐活動，則需要看具體發展情況而定。 

Marx（1973）認為，「消耗」是實踐過程的終點，是將「生產」結果用以滿足個

別需要（轉引自 Roth, 2004, p. 4）。這樣的描述給人的印象是，「消耗」對實踐的重新

開始影響不大。其實，「消耗」不代表實踐的徹底終結。可能因為是大家都傾向於 

按「消耗」的字面意思理解，所以常會忽略它較隱含的意義。在「活動理論」中， 

「消耗」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是個獨立的「生產」過程（Roth, 2008, p. 181）。通過這個

過程所達到的成果，又會在「社群」產生正面作用。例如，部落裏的搜獵人會用各種

「工具」切割獵物，一起食用並分享成功搜獵的滿足感。這是一個目標明確的實踐過

程。搜獵人為了「消耗」獵物，便利用「工具」達成集體進食的目標。其後，「社群」

會將獵物按「分工」和「規則」進行「分配」，成員之間亦會將「分配」所得作「交

換」，然後讓「社群」裏的其他人「消耗」食物，完成活動實踐的循環。這是一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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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為目標的「生產」，其結果是讓「社群」的成員獲得食物，因此部落便可以

延續下去。 

在「計劃」的活動實踐中，我們亦可以看到以「消耗」為實踐目標的「生產」。

其中，「計劃」所舉辦的大型分享活動便是一個例子。大型分享活動（如教師發展日）

是「計劃」有意識地讓協作學校的有關成員（大社群）一起將各種工作成果「消耗」。

這個「消耗」過程亦算是一個「生產」過程，因為「計劃」的學校發展主任、後勤支

援人員和協作教師會有組織地利用「工具」（例如展品、分享材料、物質設施和組織

方法），達成與大家分享的目標。經過「分配」和「交換」，工作成果最終亦被「消

耗」了。對「計劃」而言，這種為「消耗」而產生的結果應該對達成整體實踐目標有

正面的影響。在這種「生產」過程中，分享會的籌備和現場工作都給予「計劃」的能

動者檢視和反思一己工作的機會，因為如何在他人面前展示工作成果是需要深思熟慮

的。保證會場運作暢順亦考驗後勤支援人員的組織和解難能力。若成功舉辦分享會，

「計劃」的聲譽會因而提高，「品牌效應」亦得以增強。 

不過，在「計劃」的工作中，這類為「消耗」而「生產」的情況並不多見。定期

大型分享活動是為參加「計劃」的學校而設，而公聽會及不定期的大型研討會又都是

間歇性的活動。「計劃」重「生產」而不重「消耗」的行動取向，一方面反映了它 

不講究宣傳和公關的務實作風，另一方面亦是其工作能歷久常新的原因。 

「活動理論」對探討延續性的啟示 

本節嘗試理解「活動三角形式」中的六個元素（主體［能動者］、目標、工具、

社群、分工、規則）與四種連接這些元素的實踐環節（生產、消耗、分配、交換）之

間的互動關係。通過探討「活動理論」的要素和多元視角，我們認為「活動理論」具

有足夠的兼容性和演繹的靈活性（interpretive flexibility），可用作本文的分析視域。

「活動理論」及其衍生的「活動三角形式」除了給予有關「計劃」活動實踐的討論 

適用的視域外，還對探究它的延續性有如下的啟示。 

首先，能動者的身分是多樣的。「計劃」的能動者不單指直接進行校本改進工作

的學校發展主任、借調教師和協作學校的教師，而且還包括專責後勤服務的「計劃」

成員，有時更可將參與工作的師生計算在內。故此，與「計劃」有關的能動者是多樣

的，視乎不同工作的性質而不同，而他們之間的「分工」亦會因不同情況而有別。在

下文有關「計劃」的討論中，能動者是指學校發展主任、借調教師和協作學校的教師。

而有關協作學校的討論中，能動者還包括在協作學校參與的師生。 

第二，「社群」是複雜而多變的。文中的「社群」有三個層面的意思。與「計劃」

的工作有直接關係的成員，組成核心「實踐共同體」；個別協作學校的成員組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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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共同體」；協作學校群組的成員組成「大社群」，它是與「計劃」直接相關的一個

「實踐網絡」。這種分層的認識，應有助於不同「社群」在文中的定位。 

第三，一般採用「活動理論」為分析架構的討論，都傾向於關注能動者（「主體」）

如何利用「工具」達成實踐的「目標」（圖一中最上面的三角形中的活動），卻很少

深入探討其餘三個元素（「社群」、它內在的「分工」、它的「規則」）在活動實踐

中所產生的作用。一般有關「分工」和「規則」的討論會視兩者為靜態的元素：能動

者根據既定的「分工」情況來「分配」利益，依「規則」而行事。其實，「分工」和

「規則」都是動態的元素。「分工」是按不同需要而變動的，其合理性和適切性會 

直接影響活動實踐的質素。「規則」是「社群」的價值和習俗的統稱，既需建構， 

亦要更新，因為其穩定性和貫徹性會持續影響活動實踐的運作。就「計劃」的延續力

而言，「規則」的影響至為深遠。 

最後，「活動三角形式」中的「分配」和「交換」是為了能起動新的「生產」，

以延續「社群」的活動實踐。「社群」裏的資源（尤其是「工具」）是否開放讓成員

「分配」共用？工作的成果是否以「整體利益」為原則而作「分配」？成員之間和 

成員與「社群」之間的「交換」是否基於私利還是基於「整體利益」？這些都是與 

活動實踐能否邁進息息相關的問題。若「社群」中的「分配」合理，其成員能以「整

體利益」為「分配」與「交換」之本，它重新起動「生產」的能量是毋庸置疑的。 

不過，這種能量是需要「社群」有策略地儲存的。在「分配」和「交換」的實踐環節

中，「社群」會否有意識和有計劃地誘導大家將所得的成果投入新的「生產」過程，

亦將影響其延續力。在「活動三角形式」中，「生產」和「消耗」是實踐的兩個面向。

在兩者之間，選擇可以投入「再生產」的「社群」，將使持續發展的有利條件更加 

具足。 

學校改進計劃自身發展的延續力 

香港發展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形式的大型支援計劃，至今已有超過十年歷史。目

前，「計劃」是香港最具歷史和規模的綜合性學校改進計劃，為學校提供整全、互動、

有機的專業支援，協助學校持續優化與發展。「計劃」過去曾以不同名稱開展學校 

改進工作，但均是由同一團隊主持及發展，一直抱持相同的核心理念和原則，是一脈

相承的學校改進計劃。6 這一系列計劃已有超過十年的發展歷史，曾與它協作的中、 

小學更超過 400 校次，數目約佔香港所有中、小學的四成。 

以下就「計劃」的本質分析其延續力。討論將以「計劃」的「規則」、「分工」和

「社群」等元素在工作團隊的建構所發揮的作用為基礎，進而分析該團隊文化如何讓

「分配」和「交換」的實踐能有效進行，為「計劃」的「再生產」提供有利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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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規則」維繫的團隊共力 

「計劃」由其前身的計劃開始，一直緊守一套核心理念。「計劃」以三個原則為 

核心價值，分別是：目標一致（unity of purpose）、賦權承責（empowerment coupled  

with responsibility）、發揮所長（building on strengths）。「計劃」特別重視這三個原則，

是因為「計劃」相信具有一致目標和願意承擔責任的教學團隊，是帶來真正學校改進

的重要條件。除此以外，「計劃」亦一直強調大學與學校的夥伴協作需要建立大學、 

學校與政府的「三信」（即信任、信心、信念）關係，有此平等基礎才更有利學校成員

接受新知、反思自我、自我完善。這些原則都反映「計劃」的「規則」所含的價值。 

其次，「計劃」有清晰的行事規範。經過多年的實踐和經驗總結，「計劃」認為 

沒有一套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學校改進」方程式，學校改進策略應該是以學校為本 

的，每個學校改進個案都應該是各項改進因素的有機結合（趙志成，2003a）。因此， 

「計劃」着重先透過「情勢檢討」7 了解學校形勢，然後按學校的發展狀況和需要， 

進行校本、深入、具延續性的專業支援，從管理與組織、學與教、學生培育等多個 

層面推動學校改進。具體而言，「計劃」期望透過協作提升學校與教師的能動力，包括

持續發展及提升教師能量，強化中層領導及培育教學領導，並為學校建立自我完善 

機制，協助學校進行發展式及具學校改進效能的自我評估系統。而在學校改進的道路

上，提升學與教始終是最重要的一環。「計劃」在這方面秉持校本、全面、有機的原 

則，在學生和教師本身的基礎上進行提升，重新肯定教學的一些基本原則，而不會 

帶着一套特定的策略或教學法進入學校，勉強學校採用。雖然學校在本地教育改革的

發展下，需要回應各種大大小小的訴求，而且難免要就這些要求調整學校的發展方向，

但「計劃」這種「強調教與學」、認為「學習效能最重要」的信念，使「計劃」不是 

盲目回應本地教育改革的要求，反而是反璞歸真，讓教師看到學生的學習特性，然後

按學生的特性調校自己的教學方式。這種理念是基於「後改革」（post-reform）的態度，

前瞻性地帶動系統層面的改變： 

現在我們進行學生工作時，目標則很清晰。我們並非是回應教改，……［例如］向 

全級學生進行一連串大課時，是讓老師看看學生在我們的學習活動裏，態度會怎樣 

改變。……例如學生不懂寫作，你強逼他寫是沒有用的，但如果他不懂寫作，但口頭

匯報很好，你是否能看到他這個優勢呢？你會否因此改變課堂教學呢？我們從中給 

老師帶來很多這樣的信息。所以這次的支援便不是為了回應教改而做的示範，……而

是讓老師看到學生在不同形式的學習下的狀況而改變自己的教學。（SDO1：10）8 

在「計劃」的發展歷程中，「社群」建立了清晰的「規則」，團隊內部一直受核心

理念的支持和推動，所以對於要配合學校需要和持續發展提供有質素的支援有一致 

而清晰的信念。「計劃」的核心理念成為社群中很強的向心力，把「計劃」不同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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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團隊成員緊緊凝聚，為他們的工作賦予意義，交織成一個有共同信念的共同體

（SDO1：8）。而且，「計劃」以「後改革」的態度來定位，一方面準備隨時回應教改

發展趨勢調校支援學校的方式，另一方面期望重申教育的基本原則，帶領潮流，反過

來影響系統的發展： 

［「計劃」］很緊貼教改的要求。如有新項目，我們便有新計劃。而我們對開發新項

目的準備度很高。這是我們內部的習慣，甚至會是其他人未做，我們先做。當然不是

所有同事都有經驗可以做到，但有這種心態。有時我們甚至可以帶領潮流，撥亂反正。

（SDO2：15） 

由於「計劃」的「規則」是把學校改進工作視為需要不斷再生和調校的實踐行動，

甚至是要積極啟動學校持續改進的精神，所以成員有意識地在實踐活動中儲存和累積

新的「工具」，為未來的工作做好準備，因而能提升團隊整體的能量，並推動社群的 

「生產」活動不斷循環再生。與這心態相對的是把工作視為「一次性」或「單項式」

的；如果團隊所持的是這種思維，則傾向把實踐成果在個人層面消耗掉，較少為團隊

的長遠發展而作出貢獻。 

配備「工具」、釐定「分工」與確立「社群」 

團隊成員在不同範疇各有豐富的經驗，能為學校不同層面的發展提供專業支援，

協助學校改進。團隊由「學術型」和「實踐行動型」的專家組成。「學術型」專家有

豐富的理論知識，對教師而言有一定的說服力，但不一定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實踐

行動型」專家有豐富的前線實踐經驗，但「不能單靠自己的前線經驗而背後欠缺概念

化」，所以需要「協助他們把學校的前線經驗的層次提升至能把經驗概念化的層次」

（SDO1：3）。各方面的專家對於提升學校能動力均有重要的作用，而即使是負責「計

劃」後勤工作的人員對於支援工作的順利推行亦不可忽視，所以由「計劃」不同崗位

成員所組成的「實踐共同體」會透過不同平台鼓勵成員互相學習和提升。 

為了幫助新入職的學校發展主任盡快掌握「計劃」的工作，並凝聚團隊，「計劃」

在每個學年初均會為全體成員進行為期約一星期的密集式內部培訓活動。培訓內容 

主要是向團隊重申「計劃」的核心理念和價值，讓成員認識「計劃」支援學校的各種

工具及策略，以及其背後的設計理念和作用，亦會分析參與「計劃」的協作學校的情

勢和發展需要。這些都是有助學校發展主任日後進行支援工作的「工具」，學校發展 

主任在進入學校之前獲得這些「工具」是極其重要的。這種獲取工具的過程是一種 

「領會」（appropriation）過程，意思是他們不僅學懂使用某種工具，而且能將它變為

自己所擁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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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訓過程中，主要由團隊中經驗較豐富的成員主持，就他們最擅長的範疇進行

分享。在「社群」的層面而言，這個分享和學習時間是一個「分配」的過程，由經驗

豐富的成員把過往累積的支援學校經驗和洞見，分配予團隊中的所有成員。這個「分

配」過程同時衍生出這樣的結果：釐清團隊中的角色與分工，確立不同成員的專家身

分，例如是某個學科的課程與教學專家，又或是對學生培育工作有豐富經驗的專家。

成員在正式投入工作之前，已能對自己的角色和工作有一定的掌握。此外，這過程亦

為資深成員與新加入成員的帶導關係奠定基礎。在「計劃」的工作文化中，新加入成

員會在工作歷程中繼續學習，這種在職學習包括了自身的學習和與資深成員合作期間

的帶導式學習；而在培訓中確立的成員之間的關係，將有助新入職成員進入在職學習

的狀態。 

這個「分配」和釐清角色與分工的過程，確立了成員之間所組成的「實踐共同體」，

並為各個成員賦予屬於這個「社群」的身分認同，亦強化了他們對團隊的歸屬感。這

些讓團隊成員一起學習的時間對於建構團隊是非常重要的平台，除了能讓團隊內部 

得以「分配」資訊，亦有助強化和統一團隊中的信念，建立成員之間的合作關係。 

這個過程亦即是「活動三角形式」中的右下角部分（見圖二）。 

有利「分配」和「交換」的文化 

「社群」中一個強化「生產」的重要動力來自團隊中的「無責難文化」。這個少 

批評、少埋怨的文化是基於一種互諒的心態，即當支援效果未如理想時，亦需要理解

工作的艱巨性，不能全部怪罪於某些同事： 

其實我們一直在溝通時，都會令他們明白他們的工作是困難的，做不到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要理解前線老師的辛勞等。這種交談很多，所以他們會漸漸覺得這不是自己

一個人的事，而是整個系統的事。……同事看得出問題不能怪罪於個別同事身上， 

所以很弱的同事也沒有被責備［blame］。……只要努力、盡力就可以。同事之間也是

這樣，沒有互相責備。（SDO1：5–6） 

「無責難文化」在一般情況下所引發的影響可能是正面，亦可能是負面的，例如

有可能會鼓勵成員不怕失敗、積極嘗試，亦有可能令團隊趨向權責不清的文化。但在

以理念維繫的團隊裏，這個文化所帶來的作用以正面的居多。團隊的理念推動成員 

追求某個理想的境界，向着一致的方向而努力，但是追尋理想的過程亦常令人憂慮，

因為要把理念付諸實行可能需要成員作出一些創新的嘗試，其中可能會經歷失敗。 

然而，在「無責難文化」之下，團隊成員可減輕擔心犯錯的壓力，而進行一些有益的

冒險和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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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中另一個有利「生產」的文化是「着重團隊建設」的文化。團隊重視每個 

成員對團隊的貢獻，不刻意突顯某個成員的成就。成員的分工以專長和技能來劃分，

而非按個人的身分地位，所以每位成員的分工只是工作種類的不同，並無高低之分，

使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群」的「交換」能傾向平等互利。每位成員在學校進行的

工作背後不單有個人的努力，還有整個「實踐共同體」的智慧，所以團隊成員皆十分

珍惜「計劃」整體的支援質素和聲譽，當出現差錯，「很多同事會湧過來救［他］， 

……這個團隊有團結性（cohesiveness），這裏每個人也很願意捍衞計劃的聲譽，感覺

上是有一個很大的安全網」（SDO2：11）。面對困難或失敗時，團隊本着「團隊建設」

的精神，希望與當事人一起分析問題，找出合適的處理方法，讓成員在經歷中學習和

成長，互相砥礪。這種文化對於凝聚團隊共力和鼓勵「生產」相當重要。 

「計劃」的「無責難文化」和「着重團隊建設」的文化是「社群」中重要的價值

和習俗，影響成員的行事方式和思考模式，亦影響「社群」中如何按「分工」和「規

則」進行「分配」和「交換」。以下借用一些「計劃」中的具體片段，進一步說明這些

價值和習俗與延續性的關係。 

每位成員在剛加入團隊時，都必須經過一段磨合和適應期。「無責難文化」對於 

幫助新成員融入團隊甚為重要。每位成員在加入團隊之前，必然是在自己專注的範疇

上表現出色，而且得到其他人認同，才會加入團隊成為支援者的角色；他們亦必然已

建立了一套屬於自己的想法和工作方式，形成了自己的「堡壘」。然而，他們成為團隊

一分子之後，便無可避免要適應團隊的理念和工作模式，掌握一些新的「工具」。他們

雖然未至於要推翻自己原有的想法和習慣，但必須要領會新的工作方式，才能縮窄 

現在和過去兩個工作環境的落差。「計劃」鼓勵新入職成員與資深成員一起工作， 

新成員可以在經驗較豐富的成員帶領和在較為簡易的工作環境下作出新嘗試，擴展 

自己在不同範疇的能力。一些自信較強的新成員甚至能進一步把自己和同事的經驗 

融合，然後自行演繹和轉化這些知識與技能（SDO1：7；SDO3：6）。有團隊成員認為

「要經常反思自己的不足及可改善的地方，或有甚麼可從其他同事身上學到，於是才

可以繼續吸收新東西，……與別人合作時，其實需要商討，需要放下自己以往某些的

想法和做法」（SDO4：10）。這種想法能幫助成員盡快融入團隊。在「無責難文化」

的氛圍下，各成員能放膽在團隊中分享自己的弱點和所遇到的困難，與資深成員交換

意見，促成有利於持續發展的「分配」和「交換」： 

我們的溝通是令同事即使遇到困難，也不會隱瞞。有時我們會提供解決方法，或派另

一位同事［代為］跟進。……同事不會怕在二、三十位同事面前揭露自己工作的困難。

當你隱瞞這些事，你便不能學習和成長了，能力便不能提升。因為沒有人責備他，他

便能放膽說出他在學校工作的困難。（SDO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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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在行事曆中劃定每週有半天時間進行定期的交流和分享，這亦可理解為

「分配」與「交換」的平台。團隊設立例行會議的機制，一方面是回應「計劃」的工

作特性，另一方面是為提升團隊成員的能動力。就「計劃」的工作特性而言，「計劃」

在全面學校改進的前提下，經常出現多位學校發展主任同時在學校不同層面進行支援

的情況，所以有必要設立平台加強團隊內部的信息溝通。例行會議的機制，正好讓 

團隊成員在劃定的時間裏，互相分享過去一週的支援工作，以整合和分析每所學校的

最新發展狀況，這是事務上的溝通。 

在提升團隊成員能動力方面，會上討論學校發展個案時，成員之間時會帶出處理

方式和價值觀的討論。由於成員有不同背景和經驗，往往能從不同層面和角度分析問

題，會議主持人亦會藉此機會重申「計劃」的核心價值和理念，讓團隊有清晰、一致

的立場（SDO2：13）。成員在開放的平台裏，就學校發展形勢作出討論，貢獻自己的

意見。有成員認為，成員在會議上「如何描述學校狀況、判斷學校狀況、認為有甚麼

方法可幫到學校，都是同事們在例會上的學習，可學到不同同事的處理手法、思考和

表達方式」（SDO4：9）。例如會議上曾討論如發現有教師的精神欠妥，應否將這事

告訴校長，還是應該與這位教師私下處理。成員間的交流，反映大家對學校狀況有 

不同判斷，並通過溝通來處理重大問題： 

最近我們聽到有老師精神有問題，……該同事不知道應否告訴校長，因為怕會影響這

位老師。……不同學校發展主任可能有不同判斷，如一位可能認為怕告訴校長，認為

校長處事不太合理，擔心會發生甚麼事；但有同事則指與校長的溝通中，認為校長是

合理的人，不怕告訴他。這些我們便要溝通，然後立即處理。（SDO2：12） 

成員之間的想法最初可能未必一致，但經過一番專業討論之後，距離會逐漸拉近，

最後達成共識。「社群」累積這些經驗之後，有助建設社群中的「規則」，長遠建立 

更為鞏固的「實踐共同體」。 

成員之間透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溝通渠道，分享協助學校改進的經驗和洞見，以及

由工作成果所帶來的榮耀和成功感。這是一個「分配」過程，知性信息和情感認同的

分配會按不同成員的角色分工而不同，例如對某項工作參與較多或與自己的專長相關

的成員會得到較多。而成員之間的專業討論則是一種「交換」，這是一種個人行為， 

每個參與的人都可以自由地為其他成員貢獻所知，或自其他成員吸收經驗，不會如 

「分配」的階段般受到角色與分工所影響。 

會議上除了專業知識的交流，亦有感性的溝通；會議是抒發感受及凝聚團隊共力

的渠道。有成員觀察到，「會議除了是報告事務上或發展性的工作，很多時不少同事

都會抒發壓力和感受，令人感到很溫馨。即使感到很委屈，或自覺未能處理，我們都

會在這個場合表現理解和幫助他」（SDO2：12）。會議上知性和情感的分享，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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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視作養料為成員吸收和消耗，另一方面又可增強了不同角色分工的成員的能量， 

建設團隊。 

團隊中的理念、文化與共力，一方面形成了推動實踐行動的動力，另一方面交織

成一個安全網，讓成員在面對挑戰時放膽實踐行動，減輕後顧之憂。在獲得實踐成果

之後，成員與成員之間、成員與「社群」之間經過不斷的「分配」和「交換」，使「計

劃」的核心理念和價值得以彰顯，繼續引導成員的行動，而所累積的「工具」和經驗

亦可以在團隊中承傳和不斷更新，減少內部的耗損，有助延續實踐行動。成員能從中

互相提升，「計劃」的理念根基亦更穩固，進一步確立「實踐共同體」，因而有更大的

能動力策動未來的學校支援工作。 

支援工作在學校層面的延續力 

每個社群在其長期運作的歷程中，均會發展出一套規則、價值取向和習俗，用作

社群成員行事表率的參照和規範。學校有其本身的一套「規則」，各支援機構或計劃亦

有其本身的「規則」，而當學校與支援機構協作，後者試圖為前者引進一些學校發展的

理念和策略時，雙方在「規則」上的差異程度對實踐活動的延續性會造成不同的結果。

雙方的「規則」能否協調，對學校實踐活動的動力和成效有直接影響。如果雙方的 

「規則」接近，自然有助實踐活動的啟動與延續。然而，即使雙方的「規則」有所衝

突，亦可以透過雙方的配合，把不同「規則」的距離拉近，甚至衍生出新的「規則」，

使「計劃」的理念能在學校裏延續。下文稍後部分將再探討「計劃」如何在雙方的 

「規則」有衝突時仍能發揮作用。 

支援機構在進入學校社群之前，可以使用一些策略來減低兩個社群在「規則」上

和期望上的衝突。例如「計劃」的學校發展主任與學校展開協作的初期，首先會有一

個「引入」的步驟，包括理念澄清和情勢檢討兩個元素。「理念澄清」分別面向校長、

學校發展核心小組、全體教師，並按此次序獨立進行。這是為配合學校各個層面的 

不同關注焦點而設：校長需要在宏觀角度與「計劃」人員商討支援工作如何配合學校

的整體發展規劃；學校發展核心小組是與「計劃」人員聯繫的核心人物，他們若理解

「計劃」的理念，可有助在校內推展和作出配合；在接觸全體教師的場合中，「計劃」

人員可配合管理層的初步發展部署介紹「計劃」的核心理念，向全體教師帶出改進 

工作的信息。 

緊隨理念澄清而進行的是「情勢檢討」，透過訪談、問卷調查、觀課、駐校觀察等

方法接觸學校的不同持分者（包括教師、學生、家長），實際了解學校的現況和發展

需要。理念澄清和情勢檢討有助學校認識「計劃」並建立對「計劃」支援質素的信心，

又可讓學校發展主任與學校裏的「關鍵人物」建立關係，這是「計劃」推動學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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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條件。一般而言，學校的「關鍵人物」是校長、副校長和核心中層成員。在 

香港小學架構中的「課程統籌主任」是校長與副校長之下的一個特別崗位，他是連繫

學校與外界的「把關人」，對外接觸不同的信息和資源，對內則負責與全體教師協調

和溝通。因此，與這位「課程統籌主任」建立良好而緊密的關係，對於能否順利進入

學校非常重要，亦對帶動學校整體發展有長遠影響。 

在實際協作的過程中，能動者包括「計劃」的學校發展主任、借調教師和後勤 

支援人員，以及協作學校的教師和學生，由「計劃」組成的「實踐共同體」與學校的

「實踐共同體」進行互動。「計劃」成員着重的，是「引入一個帶領學校發展的文化，

引入一個機制」（SDO2：9），它的重點與一些以提供現成教材套為焦點的支援項目 

不同。「計劃」着重帶入持續改進的文化，並培育能持續推動學校改進的教學領導；

它期望在學校裏能延續的不是一些形式或做法，而是一些理念和能動性（SDO3：12）。

這是為幫助學校之內的「實踐共同體」從工作成果中建立新的資源和工具，並通過 

有效的分配和資源分享，使學校得到「再生產」的動力，而非只是「複製」某些行事

方式。例如從教學層面而言，需要延續的不是某套教學方法，而是該教學法背後的 

設計理念和精神。為此，支援人員透過不同場合在學校中帶出延續發展的意識和信 

念，期望所引入的技術和信念能在學校生根（SDO1：9）。透過不斷協調和引導，「計

劃」欲刻意塑造的是一個由雙方成員組成的「實踐共同體」，藉以讓改進工作成果的

「分配」和能動力的「交換」能對「再生產」有實際幫助。另外，「計劃」成員亦會

盡早在校內發掘一些有潛質的「校內促導員」（internal coach），加以培育，提升其 

發現問題和帶領同事成長的能力，期望在結束支援之後，校內教師有能力為學校延續

發展。 

具體來說，學校的「延續力」來自教師個人層面的能量提升，和學校層面的持續

改進文化（SDO3：12）。然而，如果工作成果最後主要是被個人和群體吸納和消耗，

而非幫助社群投入「再生產」，其延續力則主要體現於個人層面的得益；如果工作 

成果的「分配」和「交換」是有利於群體在改進能量的整體提升和持續發展，則社群

中的個人和學校均能獲益。以下將透過三類學校情境，展示「計劃」的能動性如何在

學校層面發揮作用，並使學校改進的能量得以延續。 

學校情境一：領導角色與策略性「分工」 

很多學校在引進新的發展意念或教學策略時，會採用「種子教師」的模式，即藉

建立分層式的訓練結構（cascade training structure），先起動部分能力較高和準備度較

強的教師，培育他們成為帶領科組和小組發展的校內領導，把發展成果逐層擴散出去。

即如以下一所小學的課程統籌主任便採用這種方式，在校內引入「課程統整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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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老師都一定是「課整統整週」的成員，而每個年級中會找出一個統籌的同事，這

些統籌人員是我［課程統籌主任］會常聯絡的重要人物。在統籌中，我們可能定好主

題是「創意」，而統籌人員便會在級的小組中發放這個信息，使大家取得共識。重要

的是，透過聯絡人務求把理念清晰地告訴前線同事。……各個年級都最少有兩位核心

人員，所以即使有同事離職也沒有影響，……由此便可把經驗留下去。（S1-T2：8） 

這種由數位統籌人員負責帶領其他教師進行實踐活動的工作模式是策略性的安

排，統籌人員與前線教師在實踐活動中各有清晰的角色和分工，分別擔當不同的崗位

和任務。這種策略性「分工」有兩個層面的意義：微觀而言是有利於該項實踐活動的

進行，宏觀而言可推動學校的長遠發展。從實踐活動的層面看，具體的分工和運作是

由學校的課程統籌主任和每級的統籌人員先與「計劃」支援人員進行較密集的協作，

共同發展出配合學校特色的教學設計；隨後再由各級統籌人員向組員傳達設計理念和

具體設計內容，與實際領導該年級的教師進行教學實踐。統籌人員的角色是領導與 

發展，前線教師的角色是實踐與執行。在實踐活動的過程中，統籌人員的領導和參與

非常重要，例如需要向參與的同事解釋進行該發展項目的原因，指出為何需要在本校

進行，並在年級的層面作合適的分工（SDO5：8）。統籌人員的親身參與有助向教師

傳遞和澄清發展項目的理念和目標，亦讓在前線負責實行的教師獲得支持和感到有人

同行，這對實踐的效果甚為重要，亦能加強「生產」的動力： 

［統籌人員］自己一定要參與，……即使自己是任教不同年級的，也要和同事一起做

一起開會。這便會帶動同事明白為甚麼要做，清楚整個教學流程是怎樣。……當同事

看到我雖然沒有任教這一級，但仍與他們一起走，便會清晰了，也會漸漸有信心。

（S1-T2：8） 

從教師專業發展的角度而言，這種策略性「分工」有培育校內領導的作用，可 

長遠推動學校的持續發展。學校和「計劃」派出的支援人員識別出校內具有發展潛質

或位於中層崗位的核心教師之後，可以有策略地安排他們擔任統籌人員，讓他們得到

賦權和有機會實際帶領級組進行工作，從實踐中豐富領導的經驗，加強領導能力和 

自信。 

在這所學校的例子中，以「種子教師」的模式引入「課整統整週」的發展狀況非

常理想，這除了是在行政層面上得到妥善的分工和人手調配，並具備有承擔、有能力

的領導外，還有賴校內上至校長、下至前線教師對於改革普遍抱有正面的態度和很高

的接受程度。該校校長甚具持續發展的思維，意識到校內經歷人事流動，對於教學理

念和策略已漸漸失去共識，因而特別引入自己所認同的支援機構進行教師培訓，透過

引進「計劃」的學校發展理念建立教師之間的共同語言（SDO2：3–4）。而據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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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教師形容，整體教師均積極求變和期望有所提升，他們「決定要『改變』，……

打破［舊有］框框」（S1-T1：2），「［老師］都感覺還沒達到心目中的要求……，

全部同事都想把事情做好，大家也是方向一致」（S1-T2：2–3），所以期望藉着與 

支援人員協作，「有多一對眼睛來到學校，告訴我們［老師］哪裏做得好、哪裏需要

改善，並給予我們［老師］更多的專業意見」（S1-T2：4）。而在協作期間，教師的

參與很積極，因為教師認為自己是專業的教育人員，有自己的觀點和想法，亦有一定

的自信，所以與支援人員協作時，不會單方面聽從專家的意見，而是在平等的溝通 

之下達至共識，發展出配合校情的策略（S1-T1：5–6）。如果教師認同有需要變革，

而變革能改善現狀，他們會較願意去嘗試，因為大部分教師都希望幫助學生在學習中

得益，當他們認為付出的努力能在學生身上看到效果，便會願意去做： 

通常用「發展」、「需要」［的理由］去切入［工作］的時候，是最有成效的，因為

不需要激發同事的認受性，同事不會覺得是「無中生有」。如果我們從「需要」出發

的時候，展開工作不用花很多的時間，同事很快便投入角色，及感覺有強烈的需求，

那麼，那件工作便會事半功倍。……如果不是這樣，於過程中的角力，是浪費大家的

時間及精力。（S4-T8：8–9） 

以上個案總結出，參與活動者對變革的準備度、心態，以及實踐過程中的策略性

「分工」，對活動的進行和延續起着重要的作用。學校的核心領導（如校長及核心中

層人員等）是營造這些有利學校持續改進的條件的重要人物，他們的領導角色對建立

擁抱變革的氣氛和推動教師參與學校發展有關鍵性的影響。個案中的核心領導多年來

以推動持續發展的心態引入外界支援，在學校帶起了不斷求進的文化，教師普遍對 

變革有正面的心態。加上他們積極透過不同途徑，幫助教師理解發展「課整統整週」

背後的原因和理念，又在過程中親身參與，使教師們都認同變革的方向並願意付出，

所以推行過程十分順暢。各個階層和崗位的教師有清晰的「分工」，各自貢獻自己的

專長和能量，同時透過實踐經驗發展出不同的知識和技能─統籌人員提升領導能

力，前線教師提升教學能量─為「實踐共同體」累積多樣性的「工具」。個案中的

教師在完成工作後，「每年都會檢討之前所做的，是否值得繼續去做，和如何可以做

得更好」（S1-T2：7），亦會「把工作紙、材料，『課程統整週』的計劃等留下來，

當新的同事接手時，便有很好的依循」（S1-T1：9）。這是一個「分配」和「交換」

的過程，參與活動的教師有意識地在實踐之後檢討成效，不同「分工」的參與者按 

自己的角色獲取工作成果，又把成果和經驗儲存於資料庫，豐富了社群中的「工具」

（課程設計知識、教學策略、領導策略等）。這些意識和行動均有利於社群繼續投入

「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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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情境二：由理念衝突和工具繁雜所造成的「消耗」 

在香港的教育改革初期，學校為回應改革的要求，對外間支援機構的需求漸增，

開始於不同範疇或焦點與外間機構協作，這類合作漸趨普遍。時至今日，學校已很習

慣與不同類型的支援機構合作；很多學校每年都會與不同機構合作發展不同項目，甚

至在一年裏同時與多個機構合作發展多個項目。經過幾年，引入學校的意念和「名目」

便非常多，例如是寫作計劃、說話訓練、數學課程設計、公民教育、小班教學培訓等。

學校的原意是希望吸納更多有效的方法，提升學生的學習果效，但這些項目之中，有

與校情配合的，亦有不配合的。如果學校不斷加入新項目而缺乏有效的梳理和檢討，

每年仍然重複這些形式或做法，而非在理解理念之後配合校情加以轉化，教師需要 

負擔的無意義工作便愈來愈多，教學效能亦會受損。一位曾與多個支援機構協作的教

師便感慨學校多年來所引入的策略和意念雖然都是有用的「工具」，但當加在身上的

工具愈來愈多，卻不放棄一些已開始失效的工具，本來有益的反而成為了負擔，教師

的負擔愈來愈重，路亦愈來愈難走： 

老師正在走一山路，而不同的支援機構便是中途支援老師的人。支援者會給予老師一

個背包，而當中有法寶沿途能幫助老師。老師然後背上背包、使用了法寶，當時見得

十分有用。有些法寶一直都見有用處，但有些法寶過了某段路便變得完全沒有用

了。……那現在應否扔棄？有時候如果不扔棄的話，就糟糕了，老師就要留在身上 

繼續走山路了。然後過一陣子又接收多一個背包。（S2-T4：5） 

另一位在同一學校的教師有類似的感受，認為項目本身雖然有益，但由於缺乏 

梳理，教師便愈來愈難以兼顧同時開展的各個項目： 

支援機構就像浮力圈，當老師不掌握工作時就希望抓緊它。但是亦有時候會愈抓愈多

［浮力圈］，［雖然］每一個都是有用的，但我們的袋子容量有限，如所有都放進去

便會爆開了。（S2-T3：6） 

有教師形容這現象為「聖誕樹現象」，意指一些學校迷信於搜集坊間的成功策略，

認為把其他學校行之有效的做法轉移到自己學校之後會同樣成功，而將各色各樣的 

做法引進學校，使學校就像掛滿裝飾的聖誕樹一般（S4-T8：10）。然而，學校卻沒有

考慮這些項目是否配合校情和發展目標，項目之間又是否會在理念或資源安排上出現

衝突。 

這現象的產生，與一些學校的領導層傾向視新發展項目為件工式工作的思維有

關，而沒有視之為能啟發持續發展的動力。學校在行政決策上要求教師在引進新項目

之後，每年繼續執行這些做法，但這種「延續」其實只是在形式上持續進行，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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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的發展，對於學校的長遠發展並無好處。這種取態所衍生的結果是，雖然這所學

校在制度上亦有「種子教師」的構想，但卻難以發揮實際效用。根據該校兩位教師的

觀察，學校早年開展的項目不多，尚能以「種子教師」的方式擴散成果。但後來學校

引進的項目漸多，發展焦點亦時常轉換，加上校內兼教多於一個學科的情況很普遍，

結果是每位教師同一時間可能要參與多個發展項目，負責各個項目的核心教師亦開始

出現重疊，致令各項目不但難於生根和健康發展，反而成為教師提升教學效果的制肘

（S2-T3：9；S2-T4：10）。 

從社群的角度而言，社群之中若引入太多互有衝突的理念和規則，會令成員無所

適從，不知道應該以哪一套為依據；而且若內部同時有太多項目進行，或需要成員獲

取和運用過多的「工具」，亦令「分工」出現極大的重疊和張力。當社群中存集大量

「工具」而缺乏有系統的整理，反而會為成員帶來沉重的負擔，亦令角色分工出現混

淆，造成社群中不必要的資源爭奪和消耗。這狀況有礙社群進行工作成果的「分配」

和改進信息的「交換」，亦令社群難有能量繼續進行「生產」。 

另一個與理念衝突有關的狀況是，當學校成員本身意識到社群中已建立了一套 

信念、價值取向和行事方式，可能會擔心支援機構帶來的理念與學校的未必相容而破

壞學校本來的秩序。一位領導人員在訪談中表示，如果支援人員在未詳細了解學校的

行事方式便批評學校的做法不妥當，會令教師質疑自己以往所認同的理念是否正確，

對自己所付出的努力感到懷疑，甚至打擊他們對校內領導的信心，影響領導在學校 

長期建立的專業形象（S5-T9：3）。教師對理念衝突的憂慮有時甚至會演變為抗拒的

反應，可能影響協作的果效。事實上，就教師進行實踐活動的角度看，如果勉強要教

師執行一些他們不認同或不理解的理念和做法，教師可能只是礙於上層指令而做，為

求應付眼前的要求「做了便算」，並不會希望這些工作能夠維持。所以即使實踐後得

到成果，亦會在「分配」中被個人消耗掉，對提升群體能量沒有幫助，亦不利於社群

的「再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負面能量，甚至會令教師對校外支援機構累積了負面

印象，長遠會影響教師日後與其他支援人員的協作關係。即如以下教師的感受： 

那些理念帶不到入去，……［只是］硬着頭皮做，效果不是很理想。其實有些人心裏

面會覺得「不想年年都去做」，最好取消了它，不用繼續做。（S7-T11：14） 

其實是浪費了……學校的錢、時間，又浪費同事的心。倘若不知道為了甚麼目的而做，

心態會是為了「交差」。而且這類活動參與得太多是一種負面的能量。（S6-T10：2） 

學校情境三：學校改進理念的承傳與轉化 

如果學校在引進新的發展項目後期望有持續和有益的發展，是需要選取項目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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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理念，然後配合校情調適或轉化，而不拘泥於本來的形式。具體而言可以如何進行？

以下學校個案的發展歷程可提供一些實例。這所小學在與「計劃」協作的第一年， 

嘗試進行一項名為「樂學日」的活動。這是一個全校性的活動日，對象是全校學生，

由全體教師設計和主持活動，最初目的有四： 

1. 讓學生走出課室，從富有學習意味的遊戲中學習； 

2. 讓師生有共同經歷，加強師生關係； 

3. 建立教師之間的協作文化； 

4. 邀請家長當義工，促進家校合作。 

第一年主要由「計劃」的學校發展主任提供活動的意念，效果理想，教師、學生、

家長的反應都很正面。學校於是在第二年再進行這活動，改由教師們主力籌備，並 

吸收上一年的經驗進行優化，例如配合學生的興趣和能力調適活動設計，並增加家長

義工的數目等。最特別的一項優化舉措，是邀請了學校中有行為問題和有特殊學習 

需要的學生擔任活動中的學生領袖角色，負責為同學主持部分遊戲。負責學生培育的

教師是特意利用這個平台，讓這些在平日學習中較少得到成功感的學生有機會發展 

所長，建立自信心和學習與人溝通，換言之是把學生培育的理念與「樂學日」的平台

結合。教師的領導能力亦更見成熟，「在統籌之下會有不同的小組，小組中有組長，

今次組長的角色更強，因為他們有了經驗之後，他們更加可以掌握到怎樣去帶領老師」

（S3-T7：6）。從第二年的發展可見，學校在「樂學日」之中融合了學生培育和教師

發展的理念，作用和效果比第一年更深遠。然而，在兩年的成功經驗之後，學校毅然

決定在第三年不再舉行「樂學日」，原因是學校經過檢討和分析之後，認為可由為期

三天的「專題研習日」代替「樂學日」，因為據說這對學生的學習和教師的成長而言

是更佳的選擇，亦能更好地運用學校的資源。「專題研習日」對學校而言是新的嘗試，

但教師們準備把從「樂學日」總結得的成功經驗用以發展「專題研習日」，使當中的

理念和精神得以在學校萌芽發展： 

我們都不希望不進行「樂學日」後，有些東西就沒有了，當中很多的意念，［如］在

安排上、在籌辦上，例如引入家長的支援、引入學生小老師等等其實都可以放在專題

研習當中，我們希望會是這樣地過渡。（S3-T7：7） 

這個學校個案的經驗是支援人員樂於見到的發展。實踐行動有清晰的「目標」，

參與的教師積極投入實踐行動，而且利用了「計劃」人員所提供的「工具」和他們本

來具備的經驗進行工作，最後達成「目標」，得到完滿的成果。活動之後，學校檢討

活動安排和成效，參與的教師按他們的崗位和角色分工，「分配」得籌辦活動的經驗

和榮譽感，滿足了個人的學習和成長。同時，個人與社群之間透過「交換」，為社群



28 盧乃桂、何碧愉 

累積和儲存更新了的工具和新發展的工具，建立「實踐共同體」，為未來的「再生產」

儲備足夠的動力和技術。學校在第二年再進行這個活動，有所進步的是教師從第一年

的輔助角色（輔助學校發展主任進行活動），進而成為第二年的主導角色（學校發展

主任轉為輔助角色），有了不同的「分工」。參與教師經過再一次的實踐，又得到了

相當的成果，並再次進行積極的「分配」和「交換」。經過兩年的實踐之後，「計劃」

所引進的「規則」在學校得以萌芽生根，學校亦就着校本處境加以調適，發展出更配

合學校長遠發展的實踐方式。然後在第三年，學校再進一步把所得經驗轉移，以這些

「規則」為基礎開展新的項目。由這所學校的發展歷程所見，學校的「生產」成果按

着「社群」的「規則」和「分工」進行「分配」與「交換」，「生產」活動得以不斷

迴圈再生，而且向着愈來愈高的層次持續發展。 

實踐活動之後的經驗分享和檢討是「分配」與「交換」的重要平台之一。「計劃」

的學校發展主任常常有策略地為教師製造分享和檢討機會，使所累積的經驗可以在 

校內分享和擴散。「計劃」鼓勵直接參與活動的教師先進行內部分享和檢討，把經驗

整理和沉澱之後，再於較廣的層面（如學科的層面，甚至是全校的層面）向沒有參與

活動的同事介紹經驗，同時亦對參與同事表達認可和讚賞，藉以增強改進和「再生產」

的動力。 

影響學校發展延續力的因素 

從事學校改進雖然沒有一套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方程式，但從探討學校發展延續力

的分析之中，可總結出一些有利和阻礙學校持續發展的因素。前述三個學校情境之中，

情境一和情境三有較多推動學校持續改進的條件，在校內領導、教師準備度、學校 

文化、發展策略和配套等方面都有利於承傳和發展。情境二則反映了很多學校在協調

不同發展項目時出現的困難，由於校內繁雜的理念和工具得不到有效的梳理，領導亦

缺乏藉着實踐活動推動教師專業發展的概念，使工作難以在學校延續。以下循學校 

面對改革的動機、如何選定發展焦點、實際進行活動的過程，以及實踐之後的檢討和

跟進等四方面探討影響學校發展延續力的因素。 

首先，就改革動機而言，學校是以求進的心態積極借助外力帶動學校發展，還是

只是被動地滿足教育改革和外界對學校的要求，把坊間流行的發展項目移植到學校？

學校引進支援的不同動機，是影響往後互動關係和發展部署的先決因素。 

當學校決定與支援機構協作之後，學校是以哪些原則選定發展焦點？學校是否在

清楚了解本校的情勢和訂定清晰的發展優次之後，有意識地以此為根據訂定發展項

目，以求改善弱項、增強強項？學校選定的發展焦點與過去的發展焦點又有否聯繫、

是否互相配合或有否深化作用？在學校的發展規劃中，是否容許各個發展焦點有足夠

時間蘊釀和發展，還是經常轉變焦點？如果學校同時有多於一個發展焦點，焦點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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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否有互相促進的作用，以回應學校能量的整體提升？如果學校視各個發展焦點為

獨立、零碎的發展，長遠而言便難以推動學校的整全發展（SDO4：8），實際情況就

如學校情境二所面對的挑戰。 

進行協作期間，學校對學校改進計劃所引入的理念和策略的期望，與實踐活動的

效果很有關係。例如，學校是從發展性的角度期望在實踐之中掌握形式背後的理念和

價值取向，以便未來可以自行配合校情調整實踐形式，還是功利地期望從支援機構 

得到現成的套件，預備以後重複這些形式？校內領導在過程中的參與程度如何，他們

又是否有透過協作培育教師能量的意識？由於學校領導的心態、參與和支持，對推動

學校整體發展有積極作用，所以「計劃」特別鼓勵學校內的核心領導（如校長及核心

中層人員等）與學校發展主任緊密接觸，並關心協作期間的發展工作。最理想的情況

是，支援人員能在工作之前： 

先與領導交流，取得共識，然後無論是做工作坊或開會，這些領導是在場的、參與的，

並在這適當的時候扮演鼓勵或積極參與的角色。……完成之後，又會與他們檢討剛才

的做法、指出看到老師有哪些變化、下次將會怎樣做，又或指出剛才的做法是有何 

用意，希望領導將來可如何配合。（SDO3：9） 

學校發展主任在進入學校與教師協作時，有時需要協調雙方在理念和實踐行動上

的差異。學校發展主任會着重以校情向參與的教師解釋發展某個項目的必要性和適切

性，例如是為配合該校學生的學習特性、教師的教學能量、學校的工作文化等等。另

一個重點是幫助教師掌握做法背後的核心理念，強調協作是為教師帶來範式轉移，而

非提供現成的套件。過程中，學校發展主任會與教師一同參與工作，在教師未透徹掌

握或未有足夠信心時，學校發展主任會作先行者，承擔較重的責任，甚至會親身示範

（如負責設計課程或主持教學實踐），讓教師先在旁邊觀察，在自己的基礎上改進；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逐漸邀請教師承擔部分工作，繼而期望他們能承擔整個活動的

籌備和執行工作（SDO4：4–5）。在支援過程中，支援者必須為教師的行動提出具體、

有焦點的反饋，方能幫助教師思考如何繼續優化（S6-T10：2）。 

「計劃」團隊中的「無責難文化」亦存在於學校發展主任與教師的協作中；學校

發展主任一般能理解前線教師的困境，而抱持寬容的態度（SDO1：6）。在抗拒反應

較強的學校中，學校發展主任會在與核心人物（如校長）進行檢討之後，決定是否 

暫緩或轉換發展項目，亦可考慮改變支援模式和減少接觸的深入度，甚至終止協作，

因為勉強進行支援對學校未必有好處（SDO5：2–3，4）。一般而言，如果校內教師 

之間的關係良好，已建立了互相溝通討論的文化，亦更有利於「計劃」進入學校啟動

發展；但另一方面，學校發展主任亦可以主動製造平台讓這些條件發生，凝聚團隊 

共力（SDO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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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學校是否有檢討的機制和文化，讓教師在完成工作之後分享所得經驗，並

把它記錄和提煉，幫助教師個人和學校整體提升能動力？學校需要定期梳理和檢討不

同工作計劃的進行情況，適時停止沒有效能的工作，才能更有效部署資源和分工。領

導人員在當中的角色非常重要，他們是有效發揮領導和發展的角色，還是只關注行政

工作、把事情做好便當作完成任務，對於帶動學校持續發展會產生截然不同的效果。 

學校群組與發展延續力 

為了促進協作學校和教師之間的交流，「計劃」建立了一個「學校群組」，組成

廣大的、包羅不同學校的「實踐共同體」。在此，協作學校得到「計劃」所提供的校

本支援的推動，亦受這個「學校群組」所共享的理念和價值所影響。在互相影響和促

進之下，「學校群組」整體產生向上求進改善的動力，鼓勵學校持續實踐和「再生產」

（SDO1：5）。「計劃」自身發展的延續力，與其支援工作在學校裏所發揮的延續力，

因而可由這「學校群組」體現。 

「計劃」在過去十餘年曾與超過 400 校次的學校進行協作，由此組成的學校網絡，

包羅了不同項目的發展經驗，頗為多元。建立和維持這個廣大的學校網絡是一種優勢，

一方面可用作表揚出色學校的平台，並以這些表現出色的學校為「學校群組」建立 

學習對象和指標（benchmark），另一方面亦可以擴闊教師的視野（SDO2：5）。如果

學校對發展某個項目缺乏認識或沒有信心，學校發展主任可以聯繫網絡之中一些在該

範疇發展較為成熟的學校，以作缺乏經驗學校的觀摩學習對象，刺激他們思考在進行

該項目期間將會遇到的各種狀況，並增強他們的動力和信心（SDO2：5）。不過， 

觀摩只是一個契機，背後仍需要配合學校發展主任的跟進工作才能產生積極效果，例

如需要在教師觀摩前講解設計理念與該校的校情如何配合，觀摩後亦要引導教師總結

從觀察中所學到的要點（SDO2：5–6）。 

這種觀摩活動對一般學校有益，對受觀摩學校而言亦有學習和提升的作用。受 

觀摩的學校認為，學校在某些項目發展得不錯之後，便慢慢對成果習以為常，忘記了

自己和學校的優勢。透過向其他學校的教師分享，可以由他人的眼光重新檢視自己的

工作，探討如何可以更進一步，同時提醒自己目前的成果得來不易，這亦是對自己 

付出的努力的一種肯定。如果來觀摩的教師在該範疇已有實踐經驗，雙方的交流便 

可以更具體和深入，能互相切磋和提升： 

［其他學校來觀摩之後，］我們反思原來我們的做法可能對於其他學校來說是頗「前

衞」的。……因為有時「自己看自己」，可能存在某些盲點，即使是好的東西，我們

都不一定能珍惜。但是，在別人來觀課的時候，我們才知道某些東西是值得欣賞的，

有時我們把一些東西習以為常了［take it for granted］。（S4-T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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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觀摩的老師］較直接地向我們提出改善的建議。我認為這些意見對我們來說，是

很重要的意見，……因為他們學校也很有經驗，……可幫助［我們］學校整體改善。

（S4-T8：7） 

「計劃」近年發展多個凝聚特定教師群組的「跨校學習社群」，這些社群便是由

這個學校網絡繼續延伸的「實踐共同體」。這些跨校學習社群之中，部分是以學科 

發展和培育科組領導為焦點（分別是為中文、英文、數學、常識科而設的學習社群），

部分則以提升學校核心領導能量為焦點（分別是為小學副校長、小學課程統籌主任 

而設的學習社群），聚合來自不同學校和不同背景的教師，構成聚焦的學習共同體。

這些跨校學習社群促進了學校之間的交流，亦與校本支援工作有相輔相成的作用。 

跨校學習社群的平台讓學校發展主任能在很短時間裏接觸多所學校，加速雙方的了解

和關係建立，而且可用作向教師傳遞基礎理念的渠道，然後在校本支援的接觸中透過

具體實踐延展能力（SDO3：8）。 

由參與「計劃」的學校所組成的學校網絡，以至近年發展的「跨校學習社群」，

均體現了社群中的「分配」和「交換」，及兩者如何回饋社群中的「再生產」。這些

「實踐共同體」組合了在不同範疇有不同經驗的教師群體，工作成果在「實踐共同體」

中進行「分配」，主要是由經驗成熟的教師開放學校和透過其他交流平台分享自己的

經驗，讓其他教師走出自己的學校環境汲取其他人的經驗，擴闊眼界。「實踐共同體」

中的教師在不同範疇各有所長，各自就自己較有心得的範疇為「社群」貢獻知識、 

技術和實踐經驗，讓其他教師得到啟發；而各教師在交流期間所進行的專業討論，讓

共同體的成員互相「交換」信息和互相提升，使個人和社群均有所獲益。這個由不同

學校組成的社群是鼓勵教師不斷把工作成果「分配」和「交換」的場域，使一所學校

的經驗可以豐富其他學校的視野和發展，並更有效地累積有利學校發展的「工具」，

促進「生產」的迴圈再生。 

結 語 

學校改進計劃以提升教師和學校的能動力為目標，透過進行一系列實踐行動和 

運用合適的「工具」，逐步伸展目標對象的能力，使他們有足夠能量支持學校的持續 

發展。學校改進計劃能否繼續生存和發展，與資源分配有很大關係，但如果撇開資源

的考慮，而從計劃本質的存在價值分析，本文對理解學校改進計劃的延續力提出了 

一些思考方向。「計劃」的核心理念、文化和習俗是這個「社群」的「規則」，是成員

的思考模式和行動參照。如果「社群」中的「規則」（如推動學校持續改進的理念、 

「無責難文化」和「着重團隊建設的文化」等）是把工作視為需要不斷進行和更新的

行動，而且鼓勵成員之間進行有益的「分配」和「交換」，則只要推動「社群」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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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生產」，便能使實踐活動循環再生，同時亦減輕了內部的「消耗」。在這個不斷

再生的過程中，由「計劃」成員組成的「實踐共同體」得到確立，並發揮延續力。 

在了解學校發展計劃的延續力之後必須關注的，是「計劃」所進行的工作在學校

層面是否能發揮效用，以及是否能在學校萌芽生根，於「計劃」離開學校之後仍能 

繼續發展。支援人員首先需要面對的，是要減輕「計劃」與學校雙方在「規則」上的

矛盾，促進融合，然後因應教師和學校的發展階段選擇合適的發展策略，循序漸進地

伸展他們的能動力。支援人員在學校的工作牽涉很多複雜的變數，從學校的經驗中，

發現學校整體成員面對變革的態度和準備度，以及學校核心領導的領導角色和對發展

項目的支持程度，對於實踐活動的推行和效果有重要的影響。另外，學校進行發展計

劃時，宜選定清晰、集中的焦點，不宜同時開展太多項目而缺乏有效的檢討和梳理，

以免因為出現矛盾的「規則」和過多的「工具」而使「分工」混亂和產生不必要的「消

耗」。學校在不斷實踐中累積了豐富的前線智慧，支援人員宜尊重和信任教師的專業

性，協助學校透過檢討和分享，在校內「分配」和「交換」活動成果，提升教師個人

和學校整體的能動力，使「生產」活動向着更高的層次循環再生。學校改進計劃與學

校的協作為雙方建立了一個「實踐共同體」，而由「計劃」連繫的學校網絡和「跨校

學習社群」則進一步組成一個更為廣大的「實踐共同體」，擴大了「分配」和「交換」

的場域，使學校之間的經驗更有效地流動，加強彼此的能量提升和延續發展。 

回顧在上文所列舉的一些有利於改進工作延續的因素，本文根據分析所得予以 

肯定。這些因素，如學校領導的識見和能力、學校賦權承責的情況、教師的工作意欲

和投入程度，以及參與改進工作對學校的益處等，都影響改進工作的延續性。有關 

延續性的忠告─即避免把改進工作看成一次性的工作，以及計劃的延續性應以社群

的長遠利益為主要考慮─都在有關「社群」、「分配」和「交換」的討論中引證了。

然而，本文分析的目的並非要證實有利因素的功能和忠告的效用。我們相信，了解 

改進工作的延續性問題，過程和情境的適當分析是必需的。不然的話，因素的影響將

無脈絡可尋，而各種應考慮的因素亦只能羅列於清單之上。 

本文摘取「活動理論」的要旨，以其「活動三角形式」為綱，通過闡釋其部分元

素和實踐環節的互動關係，來呈現「計劃」能動力如何延展及在協作學校的延續情況。

本文建基於「活動理論」，對「活動三角形式」運作的理解應能對今後相類似的研究

有一些啟示。首先，文章的分析立足於三個常為人提及但少獲探討的元素：「社群」、

「規則」和「分工」。在一般有關「活動三角形式」的討論裏，除「社群」外，「規

則」和「分工」常給視作實踐中的靜態元素來處理，即它們是毋須深究的組成部分：

「規則」是一些已有的價值、規範和習俗；「分工」是用來決定利益分配的準則。本

文以「規則」和「分工」為主要的探討對象，既為其功能定位，亦透過描述兩者如何

制定和優化，為「計劃」的延續力奠下根基。明確和合理的「規則」讓「計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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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行動的理據，亦有解決「規則」矛盾的信心。清晰和有效的「分工」讓成員有 

行事的取向，亦有處理角色衝突的依據。至於「社群」，本文嘗試以「共同體」和 

「實踐共同體」的概念來界定「計劃」成員、「協作學校」成員和「學校群組」成員

等持分者的組成，讓「社群」的多重意義能夠較清楚地呈現，亦使經常讓人模糊不清

的「社群」能夠聚焦。 

其次，本文為說明「計劃」和協作學校的改進工作延續性而探究的四個實踐環節

─「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耗」─亦以實例解釋了「活動三角形式」

的運作。這四個實踐環節可算是能動者的實踐動脈，但在過去的西方研究中卻未得到

適當的重視，亦甚少有研究對這些實踐環節的概念作理論性的探討（Roth, 2008,  

p. 179）。雖然本文不是理論性的探討，但卻能追尋能動力在這些實踐環節的運行，其

發現對人們理解它們的作用有一定貢獻。除了肯定這些環節對實踐活動的關鍵作用

外，文章亦理順了四者的關係，對今後的理論建設應有幫助。在討論四個實踐環節對

延續力的影響時，文章一再強調「再生產」的重要性。在有關文獻中，「再生產」的

觀念甚少得到提及和探討。我們認為，「活動三角形式」是一個理解實踐的動態模式，

內含一個「再生產」的假設。惟有認同這個「再生產」的假設，大家才能領會「活動

三角形式」的元素和實踐環節之間的互動關係。 

學校改進工作的發展道路迂迴。各類改進計劃的盛衰浮沉常繫於公帑的調撥。 

上文的討論顯示，政府的資助其實只是改進工作的最基本條件。改進計劃的持續發展

是需要內部和外界因素的適當配合才有可能成就。或許在拓展延續機會的同時，我們

還需要關注和檢視改進工作究竟為社群帶來甚麼長久的利益。 

註 釋 

1. 五個元素在原文中為：state infrastructure; district support; school leadership; faculty 
commitment; gains-perceived and real。 

2. 「文化－歷史活動理論」曾被稱為黌牆內「最為人保守的秘密」（Roth & Lee, 2007）。

該理論由 Vygotsky（1978）提出，並由 Engeström（1987）、Leont’ev（1978）、Luria
（1982）、Roth（2006）及 Wertsch（1998）等發揚，至今已漸受教育研究者所重視。

「文化－歷史活動理論」相信人類每個有意識的活動都是在獨特的情境中發生的，因

為無論是當事的情境或當事的人，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和歷史經驗，因此所進行的活動

亦會循着這些經驗的文化和歷史脈絡而展開。文章所採用的「活動三角形式」（圖一）

在不同的研究領域已成為一些注重「實踐」的學者所採用的分析架構，這可能是因為

它能全面和詳細解說「實踐」過程的各種元素和關係（例如，Nummijoki & Engeström, 
2010; Prenkert, 2006; Worthen, 2008）。在教育的範疇裏，「活動三角形式」亦見於各

色各樣的「實踐」分析中，如有關組織變革（Barab, Schatz, & Scheckler, 2004）、外來

能動者的角色（Kilpatrick, Gallagher, & Carlisle, 2010）、設計建構學習環境（Jonassen 



34 盧乃桂、何碧愉 

& Rohrer-Murphy, 1999）、協作行動研究和教師改變（Feldman & Weiss, 2010）等。 
以上各類研究，亦是本文採用「活動三角形式」為分析視域的理據。 

3. 「計劃」的主管是一位全職執行總監，向「計劃」的管理委員會負責，上設一位兼任

的總監（大學教授，負責與大學溝通）；大部分成員是專門進行校本改進工作的學校

發展主任（多為全職）、借調教師（部分時間兼任）和負責後勤工作的支援人員（全

職）。 
4. 在活動實踐中，目標的達成不會一蹴而就，要靠能動者在「臨近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通過學習而不斷伸展其能力，將一己的能動力推至更高層次，

才可以達成既定目標。「臨近發展區」由 Vygotsky（1978）提出，原意是指「實際 
發展水平與潛在發展水平之間的距離」（p. 85）。若學員能在導師的幫助和文化工具

的調節下伸展其認知和思維能力，則更有機會達成目標（盧乃桂、何碧愉，2010， 
頁 4–5）。 

5. Leont’ev（1978）的原始部落描述了活動實踐四個主要環節─「生產」、「分配」、

「交換」和「消耗」─的經典假想個案。其中，有關「交換」的討論能刻劃「交換」

的不同面貌，例如獵人與製造獵具者之間的「交換」，獵人用獵物與部落其他人做的

「交換」，獵物被食用時的「交換」角色等（轉引自 Roth, 2008）。 
6. 由香港中文大學主持的這一系列計劃，自 1998 年至今一直獲得撥款，陸續開展。各計

劃的年期及服務的學校對象如下：「香港躍進學校計劃」（Accelerated Schools for  
Quality Education, ASQE），1998–2001 年，50 所中、小學參加；「優質學校計劃」 
（Quality Schools Project, QSP），2001–2003 年，40 所中、小學參加；「優質學校 
行動」計劃（Quality Schools in Action Project, QSA），2003–2004 年，13 所中、小學

參加；「優質學校改進計劃」（Quality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 QSIP），第一階段

2004–2009 年，120 所中、小學及特殊學校參加，第二階段 2008–2011 年，121 所 
中、小學及特殊學校參加；「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學習差異支援」（Quality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 Support for Learning Diversity, QSIP-SLD），2010–2013 年，100
所中、小學參加。每個計劃的學校基本參與年期由 1 年至 3 年不等。 

7. 「情勢檢討」是「計劃」與學校正式展開協作之前的重要步驟，有關活動包括與學校

的不同持分者進行訪談、問卷調查，並作觀課和駐校觀察等。這是個發展性的檢討，

目的是從不同層面和角度了解學校的現況，並讓學校成員加深了解學校的長處和面對

的挑戰，以作部署未來發展的「基線」參考。 
8. 訪談對象有兩類，包括學校發展主任（SDO）及學校教師。學校發展主任訪談資料的

編碼方式為「SDOn：P」，n 為受訪者的編號，受訪學校發展主任共 5 位，即以 SDO1
至 SDO5 標示；P 為訪談轉寫稿的頁碼。例如「SDO2：5」代表學校發展主任 2 訪談

稿頁 5 所載的資料。學校教師訪談資料的編碼方式為「Sn-Tn：P」，Sn 代表受訪學校

的編號（共 7 所，即 S1 至 S7），Tn 代表受訪教師的編號（共 11 位，即 T1 至 T11），

P 為訪談轉寫稿的頁碼。例如「S1-T2：7」即代表學校 1、教師 2 訪談稿頁 7 所載的 
資料。 

9. 「課程統整週」是該校為全體學生進行的抽離式學習活動，整個活動為期一星期，以

主題形式進行，融入了多個學科的學習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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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of Change Agents’ Work:  
Initiative and Renewal of School Improvement Endeavors 

Leslie N. K. LO & Beatrice B. Y. HO 

 
Abstract 

School improvement is a complex and challenging project. It warrants multi-layers of 
interaction among stakeholders. The goal of such interaction 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agency of change agent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ir work are crucial to the success of school 
improvemen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ustainability of school improvement endeav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 The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of the Quality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 a major university-school partnership program in Hong Kong, is 
used to illustrate the intricacies of sustainability. Two facets of “sustainability” are discussed: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 itself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its impact on 
schools.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elements such as value, belief, and role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nge agents have an impact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school improvement. 

Keywords: school improvement; Hong Kong education; university-school partnership; 
sustainability 


